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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藏高原面积约308×104km2，人口约1200万人，

平均海拔4320m1，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、面积最大

的高原，具有寒冷低氧、紫外线辐射强烈、动植物资

源单一等特殊自然条件，是开展生物和人类对极端

环境适应研究的典型区域。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

历史是在人类全球扩散与跨大陆交流的背景下发生

的，体现了人类对高寒缺氧这一极端环境的适应和

资源利用过程。近年来，青藏高原考古调查与研究

逐步深入，突破性成果陆续产出，史前人类向青藏高

原扩散的主要历史过程也逐渐清晰。中更新世晚

期，以夏河丹尼索瓦人(后文简称“夏河人”)为代表的

古老型智人已经开始探索青藏高原[2]，并可能晚至约

45ka3。其后，在40～30 ka前的末次冰期相对暖湿间

冰段——MIS3阶段(Marine Isotope Stage 3，深海氧同

位素3阶段)，携带石叶技术的古人类，很有可能是早

期现代智人(后文简称“现代人”)，抵达了青藏高原海

拔 4000 m以上的腹部地区[4]。末次冰消期至全新世

早中期，随着整体气候环境的逐步改善，以细石器

技术为主的狩猎采集人群高频率、高强度地活动在

高原面上，甚至包括在现代无人居住的高海拔区

域 [5～9]。全新世中晚期，农牧人群逐步定居高原 [10]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本文所说的定居青藏高原，不是考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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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语境中通常所指的全年都生活在某个特定的地

点[11～13]，而是指古人类长期地生活在高原面上，不会

规律性地在特定季节或情境下迁移到青藏高原以外

的低海拔地区生活，既包括古人类全年固定地在同

一个地点的生活，也包括在高原内部的流动性活动，

即同时包括了高原上的移动性极低的农业人群和移

动性较高的牧业人群。这一系列成果极大地促进了

对现代藏族起源以及史前人类对高海拔环境适应的

认识。本文将基于研究团队的主要成果，并结合已

经发表的国内外最新考古发现，阐述史前人类占据

青藏高原的阶段性历程，提出我们对人类探索、适

应、定居以及青藏高原史前人-环境相互作用的看

法，为进一步深入理解高原史前人类活动与高海拔

环境适应机制奠定基础。

1 古老型智人的探索与适应

人类自非洲起源以来，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

程。约 2000ka前，直立人首先走出非洲到达欧亚大

陆生活，并延续至中更新世晚期 [14]；中更新世，一些

形态学上介于直立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多支古老型智

人在非洲、欧洲和亚洲兴起，其中，在欧亚大陆西部

广泛分布的尼安德特人(后文简称“尼人”)和主要生

活于欧亚大陆东侧的丹尼索瓦人(后文简称“丹人”)
就是其中典型代表，我们将在现代人之前的古人类

也统称为古老型人类[15]。而解剖学上现代人的出现

可追溯至 300ka 前非洲摩洛哥的 Jebel Irhoud 遗

址 [16]。基于目前的化石发现，研究学者推测现代人

曾在不同时期多次在全球扩散 [17]，由非洲到欧亚大

陆再至大洋洲、美洲乃至欧亚大陆的高纬度和高海

拔等极端区域。迄今除在南极洲无永久居民外，现

代人已占据了全球不同自然环境，创造出丰富多样

的现代文明并通过改造自然，形成独特的生存环

境。史前人类探索、适应、定居青藏高原及其发展出

的高寒文明的出现是在人类演化、扩散和适应这一

大背景下发生的，是以地球表面人类生存环境的空

间分异、时间演化及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为主要研

究内容的地理科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[18，19]。

旧石器考古遗址与人骨化石的发现是推动青藏

高原早期人类活动历史研究的关键。青藏高原及其

边缘区域目前已发现或发掘并具有测年结果的旧石

器考古遗址地点仅 20余处(图 1)，除白石崖溶洞遗

址[2，3]、奖俊埠遗址[20]以及邱桑遗址[21]外，其他遗址的

测年结果年代均在 50 ka以内。白石崖溶洞遗址

(102°34′13.31″E，35°26′54.44″N，海拔 3280m)，位于

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加盆地达里加山的

南侧石崖上(图1)。20世纪80年代，当地人在洞穴内

发现一件古人类右侧下颌骨化石。研究显示 [2]，化

石外附着的碳酸盐钙结核的铀系测年结果显示其

形成于至少 160ka前，揭示古人类在倒数第二次冰

期寒冷气候条件下已经开始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

边缘，并可能已经适应了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；古

蛋白组学研究表明，该化石属于丹人或其近亲种，即

早在现代人抵达之前，以丹人为代表的古老型智人

已经开始探索高原[2]。该下颌骨代表的古人类即“夏

河人”[2，22]。

丹人是一支已灭绝古老型智人，2010年被首次

报道发现于西伯利亚丹尼索瓦洞 [23]。2019年之前，

仅发现了丹人的一节手指骨和3件不完整牙齿等零

星人类化石遗存，但他们却保存了良好的丹人遗传

信息 [22]。从而，丹人成为目前已知仅有的两支兼具

遗传信息与形态特征的古老型智人之一，并与其中

另一支古老型智人——尼人为姐妹群关系[24]。遗传

学研究显示，丹人对现代大洋洲、东亚和南亚等现生

人群及美洲土著人群有基因贡献，且群体内部也存

在深度分化，种种证据表明丹人与早期现代人之间

存在频繁的基因交流并可能广泛分布于亚洲东

侧 [22]。因此，丹人的研究对理解人类演化历史具有

重要意义。夏河人是除阿尔泰山丹尼索瓦洞以外发

现的首件丹人化石，将丹人化石分布区域首次从西

伯利亚扩展至青藏高原，乃至东亚地区，验证了此前

有关丹人曾在东亚分布的推测，也为深入研究丹人

的体质形态特征、时空分布提供了关键证据。从现

有资料来看，丹人可能主要以东亚为核心分布区，向

北扩散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山的丹尼索瓦洞，这一区

域也成为丹人和以欧洲为核心分布区的尼人的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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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区域，因而两者能够在此发生基因交流。

为了进一步揭示丹人在青藏高原的活动历史，

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联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

于 2018-2019年开启了对白石崖溶洞遗址的考古发

掘工作，发现该遗址中埋藏有丰富的动物骨骼遗存

与石制品。2020年，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与国内

外多个合作单位联合发表了围绕该遗址开展的年代

学、沉积学、考古学以及沉积物古DNA的综合分析结

果[3]，构建了白石崖溶洞大约 190ka以来准确的地层

年代框架，并在遗址的晚更新世文化层中成功提取

到丹人线粒体DNA，进一步拓展了丹人在青藏高原

的活动历史，发现丹人在青藏高原的生存年代由至

少160ka前延续到100ka前及60ka前，甚至可能晚至

45ka。尽管遗址下部文化层沉积物中并未获得古人

类DNA信息，但出土的大量石制品与保留有古人类

切割等痕迹的动物骨骼遗存说明，古人类(最大可能

仍是丹人)至少在 190ka前就开始生活在这一区域，

揭示丹人在青藏高原并非偶然性探险，而是长期活

动于此，再次说明丹人应该已经适应了高海拔环

境[3]，为理解早期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过程与机

制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和信息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由

于此前发掘工作并未见底，其下仍有保存有石制品

与动物骨骼的地层，因而，白石崖溶洞遗址最早的人

类活动应当早于190ka。
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与动物骨骼遗存的初步分析

结果，进一步揭示丹人的文化内涵。白石崖溶洞出

土的石制品主要由简单石核-石片技术打制而成，主

要石制品包括简单石核、石片、工具以及大量断块和

碎屑等。其中，有较多未经修整的使用石片，少量修

整工具；石料以洞穴附近河滩常见的变质石英砂岩、

角页岩为主，石制品上保留较高比例的砾石面，显

示石料搬运距离不远，应该为就近取材；动物组合

在上下部文化层间有明显差异，晚更新世地层以羚

羊 (Procapra sp.)、旱 獭 (Marmota himalayana)、藏 狐

(Vulpes sp.)、鸟类等中小型动物为主，中更新世晚期

地层则是以犀牛(Rhinocerotidae)、鬣狗(Crocuta sp.)、

图中遗址点经纬度信息来源于文献[2，4，9，10，20]
图1 青藏高原及周边主要旧石器和中石器遗址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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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牦牛(Bos cf.mutus)等大中型动物为主，并在动物骨

骼表面发现有较多砍砸、切割等人类加工痕迹[3]，显

示自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白石崖溶洞遗址所在

的区域生物资源相对丰富，为丹人长期活动于物质

相对匮乏的高海拔区域提供了重要食物资源，相关

研究成果还在进一步整理分析中。

奖俊埠遗址(103°00′45.69″E，36°49′0.00″N，海拔

2763m)是一处旷野遗址，距白石崖溶洞遗址的直线

距离约 200km，位于兰州市永登县奖俊埠村西南约

2km处(图 1)。2016年，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调查

发现该遗址，并在 2018年对遗址剖面再次进行清

理。遗址剖面厚约8 m，为典型的黄土-古土壤沉积，

其中文化层位于剖面底部的古土壤层中，出土了丰

富的石制品、动物骨骼和炭屑等。团队成员系统采

集测年和环境重建样品。初步光释光测年结果显

示，该遗址主要形成于约 120～90ka的末次间冰期，

石制品包括简单石核、石片、碎屑、断块以及少量工

具，石料以附近河床和古砾石层中常见的石英与石

英岩为主，生产技术同样是中国传统的简单石核-石
片技术 [18]。邱桑遗址(90°46′07″E，30°00′25″N，海拔

4269m)是一处在泉华沉积层中保留有古人类手脚印

遗迹的史前遗址，位于拉萨西北方向约 80km 处

(图 1)，最早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，测年结果显示该

组手脚印形成于全新世早期或者晚更新世晚期 [10]。

近期，Zhang等在《Science Bulletin》期刊报道了在邱

桑遗址发现的另一组手脚印遗迹，年代为226～169 ka，
与夏河人生存年代较为接近；这是目前青藏高原高

海拔区域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迹，此外，Zhang
等认为这些由古人类有意识压制而成的岩面艺术也

代表了迄今最早的艺术行为[21]。从两处遗址形成时

代看，在此时期，现代人并未扩散至甘青区域及高原

腹地，活动在奖俊埠遗址与邱桑遗址的旧石器人群

应为古老型人类，并很有可能是夏河人中的一支，然

而，由于两处遗址中均未发现人骨遗存与古人类遗

传信息，此番推测有待进一步的考证。

白石崖溶洞遗址、奖俊埠遗址以及邱桑遗址的

研究结果显示，史前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的探索历史

远远超出此前的认识。尽管同一时期在东亚地区出

土过丰富的古人类遗骸，但由于其体质特征难以系

统分类并缺乏遗传信息，其种属归属问题以及其与

现代人之间的遗传联系等问题仍饱受争议。青藏高

原高寒的特殊环境有利于遗址中生物分子信息的保

存，为深入探索东亚古人类演化历史提供了可能。

此外，这些少数获得人群种属信息的遗址所出土的

文化遗存，也可以为探讨不同人群的行为特征提供

重要线索。大约200～50ka，东亚地区发现多个旧石

器考古遗址，除白石崖溶洞遗址外，均缺乏人群准确

的生物分子学信息，而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主要

也是由简单石核-石片技术制作而成，尽管目前尚未

明确石器制作技术与古人群之间的对应关系。近期

Ni等[25]报道了在黑龙江发现的309～146ka的完整古

人类头盖骨——龙人(Homo longgi sp.nov.)的研究成

果，通过形态特征进行系统发育分析，认为夏河人、

龙人与此前归属于东亚古老型智人的大荔人、华龙

洞人、金牛山人属于同一支系 [25～27]。这一从大数据

出发的形态分类，恰恰说明，中国传统上归到东亚古

老型智人的这一类人群在遗传学上很有可能也与夏

河人有着密切关系，甚至可能本质上与夏河人属于

同一人种。

2 现代智人对高原的探索和资源利用

2.1 早期现代智人对高原的探索

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科

学问题，大约100ka前出现在非洲以外地区具备现代

人形态特征的古人类化石，成了“近期出非洲说”与

“多地区进化说”两派系争论的关键。然而，尽管存

在种种争议，但不同派系对早期现代人与其他古老

型人类存在过基因交流这一事实已达成共识。事实

上，学术界对非非洲大陆的现代人于 100ka前后兴

起、扩散并在不同时间逐步占据全球的认识并无太

多争论，无非是“走出非洲附带杂交”还是“多地进化

附带杂交”的区别而已。现代人又是在何时何地开

始探索青藏高原?是否曾在青藏高原上与丹人产生

过交集?
石叶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(Initial Upper Pa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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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olithic，IUP)文化遗存中的特征石制品[28]，其生产技

术被认为与早期现代人密切相关。而位于藏北羌塘

高原的尼阿底遗址是目前在青藏高原上具有明确地

层与年代并发现石叶的唯一旧石器遗址(图1)。光释

光年代结果显示古人类主要于 40～30ka在此活动，

代表了青藏高原上的最早现代人活动[4]。而尼阿底

遗址出土的棱柱状石核-石叶技术与白石崖溶洞遗

址和奖俊埠遗址出土的简单石核-石片技术以及在

末次冰消期开始盛行于高原上的细石叶技术之间具

有明显差异，但却与广泛分布在西亚、中亚、西伯利

亚以及中国北方水洞沟遗址的 IUP文化遗存有着密

切联系(图1)，反映了探索高原的早期现代人与中国

北方早期现代人之间可能属于同一人群在不同区

域的迁徙扩散[29]。除尼阿底外，冷湖 1号地点、色林

错等遗址也可能形成于 40～30ka前 [30，31]，但在这些

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均采自地表，未发现埋藏文化

层，缺乏直接测年结果，因而遗址的准确年代有待进

一步考证。

基于目前发现的尼阿底遗址与水洞沟及更北的

多个 IUP遗址之间的石器技术和文化联系，可以推

测早期现代人可能从中国北方扩散进入高原，最早

探索高原的早期现代人有可能与丹人有基因交流。

而丹人在高原上的最晚生存时间是准确解答以上问

题的关键。

2.2 细石器人群对青藏高原广大范围资源的利用

末次冰盛期结束以后，随着温度上升与亚洲季

风的加强，高原环境相较于末次冰盛期得到极大改

善。15ka以来，在中国北方地区盛行的细石器工业

也开始出现在高原上，史前人类频繁活动于青藏高

原海拔 3000 m左右区域，在青海湖盆地发现了诸多

年代位于 15～12ka 的旧石器考古遗址，如 151 遗

址[32]、江西沟1[33]、黑马河1[34]、湖东种羊场[35]、93-13地
点[30]等。151遗址下文化层(约15～14ka)的动物骨骼

遗存分析显示，在此时期史前人群在高原采用的是

小规模群体的短期狩猎采集活动，并通过高移动的

迁徙策略和对有蹄类动物的随机狩猎策略以适应高

原这一生物资源相对匮乏的自然环境 [32]，同时也会

偶尔在 4000m左右的高海拔区域活动，如约 11ka的
下大武遗址(海拔3988 m)[36]。进入全新世早中期，尤

其是 9～6ka左右，青藏高原狩猎采集人群活动更为

频繁且强度明显增加，遗址数量明显增多，并更高频

率地活动于海拔4000m左右及以上区域，如西大滩2
遗址(海拔 4300m)[37]、参雄尕朔(海拔 4030m)[38]、野牛

沟 1遗址(海拔 3800 m)[39]，以及晚期手脚印年代存在

争议的邱桑遗址(海拔 4269m)等[10，40，41]。此时期狩猎

采集人群在高原的高强度活动引发了这些狩猎采集

人群是季节性活动于高原还是全年定居高原的讨

论。2017年，Meyer等[10]通过对邱桑遗址首次发现的

手脚印遗迹进行重新测年，认为该遗址形成年代不

晚于 7.4±0.1ka，最老年龄尚不确定，最大可能是

8.5～8.2ka，抑或是 12.7ka前后，总体上属于现代间

冰期(即全新世)，并通过建立迁移成本模型分析认为

该遗址并非季节性、短期的人类活动遗迹，而是代表

了狩猎采集人群在青藏高原的定居活动。然而，此

篇文章一经发表即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，Zhang和
Li[40]认为Meyer等[9]测年样品的采样地层与手脚印所

处层位存在出入，年代上有所低估；Zhang等 [41]则指

出Meyer等[9]的迁移成本模型的假设前提不合理，导

致计算所得迁移距离过长，从而得到无法实现高低

海拔间季节性迁徙的错误结论。因而，尚没有确凿

证据能证实史前狩猎采集人群在农业人群抵达之前

已常年定居青藏高原。

以上研究揭示了狩猎采集人群在高原长期生存

及适应的历史。遗传学研究显示，EPAS1(Endotheli⁃
al PAS domain- containing protein 1)、EGLN1(Eglnine
homolog 1)等基因的适应性突变对现代藏族人群的

环境适应具有重要贡献[42，43]，帮助他们能够在高寒低

氧的极端环境下正常生存繁衍。而在藏族人群中高

频率的 EPAS1 变异性基因也在丹人基因组中存

在[44]，夏河人化石及沉积物丹人线粒体DNA的发现

则进一步加强了丹人与高海拔环境适应基因之间的

联系。可以推测，丹人在青藏高原长期生存的过程

中，形成了对高海拔环境的生理适应，并可能通过基

因交流将适应性基因流入后来抵达高原的早期现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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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然而，丹人和早期现代人占据高原的时间目前

尚未发现重叠，他们是何时何地曾发生过基因交流

目前仍未可知。此外，整体而言，青藏高原旧石器研

究仍较为薄弱，多数遗址仅基于调查，缺乏人骨化石

和动植物遗存等研究材料，石器类型和技术也缺少

系统性研究，这些限制了我们对狩猎采集人群在高

原上的扩散历史与行为模式的认识。未来对高原广

泛的考古调查、重要性遗址如白石崖溶洞遗址的系

统性发掘以及考古遗存所蕴含古人类生存信息的深

入解析，将会填补以上认识的不足。

3 农业和牧业人群定居高原过程

3.1 新石器晚期粟作农业人群扩散到高原东部

河谷地带

末次盛冰期欧亚大陆东部环境严酷，气候寒冷

且干旱，史前狩猎采集人群从捕猎大型动物转向使

用细石器捕获小型动物，细石器技术从西伯利亚扩

散到中国北方[45]，并被持续使用[46]。中国北方的细石

器人群在经过气候转暖和大幅度波动时期，逐步驯

化了粟(Setaria italica)和黍(Panicum miliaceum)[47～49]，

在仰韶文化中期，约 6ka 前发展出成熟的粟作农

业 [50～52]并向外传播。起源于西亚的大麦 (Hordeum
vulgare)和小麦(Triticum spp.)，驯化后很快向四周扩

散[53]。新石器时代晚期颜那亚文化农牧人群广泛扩

张，在距今6千纪后期向东扩散至南西伯利亚和阿尔

泰山地区，阿凡纳羡沃文化兴起，小麦和大麦在约

5.2ka前被传入阿尔泰山地区[54，55]，在 4.5ka前继续向

东传入中国的山东地区[56]。但目前中国西北地区麦

作遗存的直接测年结果均未早于 4.0ka。在青铜时

代早期，安德罗诺沃文化综合体在中亚地区兴起发

展，进一步推动了农作物和家畜的传播。粟类作物

向西传入中亚、西亚和欧洲，麦类作物向东进入东

亚，在3.5ka前主要农作物就已完成跨欧亚非大陆的

传播[57](图 2)。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，最早驯化于西

亚的绵羊、山羊、黄牛等家养动物至迟在 4.3ka前已

传入中国北方地区[58]。青藏高原的农业和牧业就是

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。

青藏高原早期粟作农业的传入与北方黄河流域

新石器文化和粟作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，一般认为

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于6.0～5.0ka前[59]，这也

是高原东部史前农业出现和人类定居高原的开端。

最显著的表现是粟作农业人群迁徙推动仰韶晚期文

化(距今5.5～5.0ka)与马家窑文化(距今5.3～4.3ka)的
西渐和南下[60](图3)。西渐是指粟作农业人群沿着黄

河及其支流向西南扩张进入高原东北边缘的河湟谷

地和向西北扩散到河西走廊[61，62]。大规模的植物考

古和作物遗存直接测年结果表明，约6.0ka前黄土高

原西部以种植粟黍为主要生业的农业社会出现 [50]，

此后随着仰韶晚期和马家窑早期文化的西渐，在5.2

据文献[57]修改

图2 3.5ka前欧亚大陆农作物跨大陆传播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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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a前粟作农业人群开始大规模占据青藏高原东缘海

拔 2500m以下的河谷地带 [9]。该时期这些粟作农业

人群的肉食资源更多是来自于野生动物狩猎，虽然

家猪也是重要的动物资源 [9，63]。在马家窑文化的影

响下，海拔 2600m以上的共和盆地形成了一支新的

地域性文化——宗日文化(距今5.6～4.0ka)[64]。
宗日文化先民被认为是青藏高原狩猎采集者的

后代，在继续依赖野生动物作为肉食资源的同时，还

摄入了大量的黍和粟。关于宗日文化粟类作物的来

源，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。一说认为东部的马家窑

人群带着自己的农业经济和陶器进入共和盆地内的

黄河河谷地带，逐步融入当地狩猎采集民中，形成了

一个以土著民为主体的农业人群[65]。宗日遗址出土

的石刀等农业工具 [64]、人骨稳定同位素表现出越来

越依赖小米类食物的倾向 [66]，都可以作为本地种植

的佐证。近期，Ren等[67]根据作物类遗存在宗日遗址

植物组合中的超高比例及其所在海拔位置高于现代

粟、黍种植上限等现象，认为当地的粟类作物是与低

海拔地区的农业人群交换来的，代表了一种新的看

法和观点，有待未来更深入研究来进一步检验。

粟类作物以及可能的人群南下是指仰韶晚期以

来，特别是马家窑文化从黄河上游向南扩张进入横

断山区，并一直影响到云贵高原东北部的过程[68，69]。

南下的粟作农业人群有一分支向西进入昌都的河谷

地带形成了卡若文化(距今 4.8～4.0ka)[70]，由此开启

了青藏高原南部的新石器文化进程。有研究显示卡

若文化与克什米尔地区 Burzahom遗址的一期乙段

(距今 4.8～4.5ka)遗存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可能与卡若

文化传统的长距离西向渗透有关[71]。虽然目前尚未

发现两地文化交流的中间环节，但是在雅江支流的

波堆藏布流域发现了与Burzahom一期乙段年代部分

重叠的拉颇遗址(距今 4.9～4.6ka)[72]，表明雅江及其

支流很可能是史前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。植物考古

分析和出土遗物研究显示，在 5.5～4.5ka前，川西地

区的营盘山、哈休和刘家寨等都是粟作农业聚落；不

同的是，海拔位置越高，野生动物在遗址出土动物组

合中的比重越大[73]。卡若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昌都

海拔 3100m以上地区，其先民与宗日文化有着近似

的食谱：主要依赖粟类作物和野生动物资源[70，74]。关

于粟、黍作物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也有着与宗日文化

类似的争议。前人根据生态位模型，认为当地的水

热条件不能满足粟作农业需求，提出粟类应当是与

低地农业人群交换来的 [75～77]，但这与出土了石刀等

农业工具是矛盾的，另外模型还掩盖了高原上河谷

等局地水热条件较好的小生境的存在[69，78]。不论粟

类作物是否是本地种植的，可以确定的是粟类作物

1.Burzahom/Pethpuran Teng；2.Banawali；3.格布赛鲁/丁东；4.加嘎子；5.Mebrak/Phudzeling；6.Senuwar；7.廓雄；8.曲贡/昌果沟；9.邦嘎/邦
塘布；10.拉颇；11.卡若；12.塔温搭里哈；13.海门口；14.宗日；15.刘家寨；16.哈休/孔龙村；17.营盘山；18.阿梢垴；19.山那树扎

实线箭头表示相对可靠的传播路线，虚线表示可能的路线；修改自文献[60]
图3 史前农业跨喜马拉雅山脉的双向传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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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石器人群开发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过程中发挥

了重要作用。根据我们的野外考察、考虑到横断山

区交通的可达性，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粟类作物本

地种植的可能性最大，今后可以结合诸如遗址文化

堆积物DNA开展深入探讨。

仰韶晚期和马家窑文化的西渐与南下就是高原

东部新石器化的过程，使得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生业

模式的人群大规模定居到青藏高原东缘的河谷地

带，并通过东北部河湟谷地和东南部横断山区两条

通道带动了高海拔区域原先狩猎采集人群的后代也

接受了粟黍作物。不同于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新石

器时代的粟作农业通常与家猪饲养配套出现，高原

东部高地的新石器人群主要依赖粟黍作物和野生动

物资源。这是在当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基础

上，同时在外来文化和移民的影响下，探索出来的独

特的新石器化道路。

此外，定居青藏高原东部这一阶段的考古记录

不乏与其他研究的矛盾之处。例如，虽然目前东部

尤其是海拔2000m以上遗址的材料都指向野生动物

主导的肉食资源利用，但是湖泊等自然沉积物的粪

生菌孢研究显示，6～5ka高原东北部就可能出现了

较大规模的食草动物活动[79，80]，可能指示出史前人类

已经利用天然草场开始了牧业经济活动。虽然考古

学界一般认为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的扩散伴

随着人口的迁徙，也观察到高原东部在这一阶段遗

址数量骤增[81]，但是基于宗日等遗址的古DNA分析

结果并不支持大量人口从低地迁徙到高地[82]。不同

证据之间的矛盾，恰恰指示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必

要性和未来研究的工作空间。

3.2 青铜时代麦作和牧业助力大规模定居青藏

高原

高原东北部是中国境内最早出现冶铜手工业的

区域之一，齐家文化晚期(距今 4.0～3.5ka)已经步入

青铜时代。以西藏为核心的高原南部在 3.5ka以后

各地也开始出现小件铜器，一般称之为“早期金属时

代”[83]。除了铜器，另一种新的文化因素——麦作农

业几乎同一时间开始出现在高原各地。

在青藏高原东北部，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低海

拔的河湟谷地。齐家文化之后，高原东北部出现了

辛店(距今 3.5～2.9ka)、卡约(距今 3.5～2.7ka)和诺木

洪(距今 3.4～2.7ka)等地域性青铜文化 [61]，遗址数量

明显增加，并向青海湖盆地、柴达木盆地等地扩展，

一些遗址海拔分布超过了 4000m[6]。植物考古和人

骨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，齐家文化之后也是麦作农

业迅速扩张的时期[84]，尤其是在高海拔区域，基本形

成了大麦主导的农业[9]。与此同时牧业经济兴起，尤

其是主要在海拔2500m以上生活的卡约和诺木洪文

化人群，肉食来源主要依赖绵羊、山羊、黄牛和家养

牦牛 [85]，说明史前人群已经能够充分利用不可耕种

的草地资源来获取生存需要的肉食食品。

在高原南部地区(主要包括西藏和川西、滇西北

地区)，由于材料的限制，大部分区域考古学文化面

貌都不甚明了。不过与前一阶段相比，还是能看出

公元前2千纪后期高原南部遗址数量和分布范围显

著增加，人类活动遗迹点的分布超过了海拔4500m。

在昌都地区，卡若遗址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被重新

占据，文化面貌迥异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 [70]。

雅江河谷地带，从拉孜到林芝都有遗址发现，测年结

果大多落入3.6～2.0ka的范围[60，72，86]。西部象泉河流

域还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墓葬——格布赛鲁遗址①。

在新石器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粟作农业在这一阶

段仍然占据一席之地，分布范围从昌都向西扩展到

拉萨地区 [60，70，73]。在晚期阶段阿里地区的加嘎子墓

地也发现了粟类食物，因该遗址的位置(海拔4600 m)
远超出粟类作物的分布极限，因此被认为是交换而

来的[87]。这个阶段生业经济更突出的变化是麦作农

业广泛出现。从川西-滇西北到昌都、从雅江到象泉

河流域，麦作农业几乎是在3.5 ka前后同时出现在各

个区域[60，76，88，89]。牧业经济几乎也是同一时间出现在

雅江中游和象泉河流域，并且甫一出现，就是相当成

熟的状态：曲贡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，绵羊和牦牛

几乎各占 1/3[90]；格布赛鲁一期墓葬中也随葬了大量

的绵羊、山羊和黄牛①。在高原东南部，卡若遗址房

屋结构、工具组合和陶器面貌等方面的变化，被认为

··10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

考 古 学2022.3
ARCHAEOLOGY

是向游牧经济转变的表现 [91]，不过还需要更多动物

考古等领域的证据支持。根据现有资料来看，欧亚

大陆跨大陆的作物和农业技术交流，可能是推动青

藏高原麦作农业和以牛、绵羊为主的牧业经济发展

的最主要因素[9]，只有在大陆尺度来理解青藏高原的

史前人类活动，才能更好地理解高原农业、牧业和文

明的发展历史。

总体来看，在距今 3.5ka以来，青藏高原东北部

和南部的大麦(青稞)农业都逐渐取代了早期的粟作

农业，加之牧业经济的发展，推动了人群大规模定居

到高海拔区域。随着农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，高原

上的农牧业生产可能开始出现区域分化：在河谷地

带发展农业生产，山地农业资源匮乏地带则充分利

用草地资源进行游牧活动。高原面上的二元经济体

系及其之间的贸易交换，奠定了青藏高原近现代食

物生产的基调。然而，应当看到，还有更多的科学问

题需要深入研究，可概括如下：

1)家养牦牛的起源。牦牛作为青藏高原的符号

之一，在藏族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都扮演

了重要角色。然而我们对牦牛的驯化过程几乎一无

所知 [92]。现代基因分析认为家养牦牛起源于 7.3ka
前，并且在 3.5ka前有一次显著的种群扩张[93]。而目

前最早的家养牦牛的考古学记录来自诺木洪文化和

曲贡遗址，其年代均未超过3.5ka。高原东部更早的

遗址中尚未发现家养牦牛遗存，虽然另一项基因学

研究认为牦牛驯化恰恰起源于高原的东南部[94]。这

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关键证据的获取和方法上的突

破，例如分辨文化堆积中的牦牛粪便遗存[95]、应用古

DNA和生物标志物等分析手段，文化堆积物DNA和

牦牛骨骼的古DNA研究应当是今后最有希望取得突

破的方向。

2)牧业的发展过程和游牧的出现。如前所述，

高原南部的牧业经济一出现就是相对成熟的状态，

缺少牧业发展早期阶段的证据，尤其是缺乏绵羊等

家养动物向高地扩散的生理适应过程研究。游牧一

般被认为是畜牧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《后汉

书·西羌传》、新旧唐书《吐蕃传》等 [96～98]历史文献记

载生活在河湟地区的羌人、高原腹地的吐蕃，都是随

畜牧而居的生活方式。这种流动性的牧业经济起源

于何时，是高原考古的一个关键问题。雅江中游邦

嘎遗址(3.0～2.1 ka B.P.)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千纪

当地文化开始转型，人口的流动性趋于增强 [99，100]。

霍巍[101]认为象泉河流域在2.0ka前后开始出现游牧，

丁东遗址即是游牧人群季节性的聚落。但高原游牧

经济究竟起源于何时?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?尚需

开展深入的研究。

3)麦作农业的传播路线。在3.6～2.5ka前，麦作

农业几乎是同时出现在高原各个区域(图 3)，而且作

物结构也各不相同，这表明青藏高原各地的麦作农

业可能有着不同的来源和路径[60]。高原东部的麦作

农业从河湟地区向高海拔区域扩散和沿着横断山区

向南传播的路线是清晰的。现代遗传学研究显示，

这次传播事件仍然是源自中国北方粟作人群的贡

献 [102]。高原南部的麦作农业很可能是来自南亚地

区，跨喜马拉雅进入高原腹地，并且穿越喜马拉雅的

通道可能也不止一条。同样，这些通道可能也是粟

作农业从横断山区跨越高原向南亚的传播路径。所

以在高原南部，高地与低地农业跨越喜马拉雅的交

流应该是双向的，文化交流的形式和路线尚需在未

来的研究中加以检验。

4)青藏高原独特的高寒文明形成和发展问题。

史前农牧经济在人类逐步开发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发

挥了巨大作用。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农业和牧

业的出现和发展深刻地改变了高原的文化生态，并

由此开启了高原的文明化进程。在象泉河流域，考

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一批 2.0ka前后以墓葬为主的

遗存，与游牧经济的出现相耦合。根据丧葬习俗表

现出来的制度性来看，象泉河流域此时已经进入复

杂社会，“可能是政治实体形成初期”[103]，与汉藏史籍

记载的象雄文明相对应，可视作高寒文明的开端。

发现的“王侯”锦、黄金面具、箱式木棺、茶叶等因素，

无一不显示着跨区域的远距离的贸易与交流。高寒

文明迈入成熟阶段的标志当属一统青藏高原的吐蕃

政权的兴起，它一度与中古世界的唐王朝和阿拉伯

··11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

2022.3
ARCHAEOLOGY

考 古 学

帝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。在这个阶段，以青藏高原

为重心形成了多条国际通道和与之相互交织的交通

网络，即吐蕃丝绸之路[104]，把东亚、中亚和南亚紧密

地联系在一起。可见，积极对外交流是高寒文明一

以贯之的发展路线，这种开放的态度甚至可以追溯

至史前阶段。继续追寻高寒文明的特征、探索其在

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作用将是高原考古一个新

的学术增长点。今后需要在全球视野下，对美洲、亚

洲和非洲的高寒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系统研究，认

识高寒文明的内涵、基本概念、发展过程的异同，推

动高寒文明成为国际公认的一种特殊环境具有的文

明形式。

4 初步认识和展望

本文主要依据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，结合现有

材料和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，总结了青藏高原史

前人类活动从生理适应到文化适应，从狩猎采集到

农牧经济，从流动到定居的历史过程。青藏高原史

前人类活动的可以概括成5个阶段：①至少在190ka
到可能晚至末次冰期中的 45ka前，夏河人在青藏高

原东北部长期生存；②40～30ka前的末次冰期温暖

阶段，现代智人已经能够到高原腹地如色林错区域

活动，开始了现代智人对高原面的占据过程；③至少

从 15ka前的末次冰消期到温暖的全新世早中期，使

用细石器技术的狩猎采集人群在包括现代无人区的

广大高原面上生活；④全新世中晚期约 5.5ka前，粟

作农业人群从黄土高原西部向高原东部地区扩散，

5.2ka前已经定居在高原东北的低海拔河湟谷地，

4.8ka前定居到高原南部横断山区的海拔 3000m的

河谷地带；⑤约 3.5ka前后，麦作农业人群大规模定

居至高原东北部高海拔区域，高原南部几乎在同一

时期经过了麦作-粟作混合农业再到大麦主导农业

的过程，而且牧业经济成为重要的经济形式，青藏高

原地区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牧混合经济。农业技术

和人群除了从高原东部向高原南部扩散外，穿越喜

马拉雅也可能是麦类-粟类作物的扩散路线。

依托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与研究，未

来对高原史前人类活动会有更多新发现，通过关键

证据的获取、技术的发展和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融汇

将会提供更多新的证据与突破性成果。我们认为，

今后需要开展丹人在高原的活动范围、生存历史、生

计模式以及生理适应和文化适应过程研究，认识丹

人对现代人获得适应高原基因的贡献；开展使用石

叶技术和细石器技术的狩猎采集人群对高原动植物

资源的利用过程、文化适应和对环境的影响；开展高

原独有的家养牦牛起源、驯化及其在人群定居高原

的作用研究，认识麦作农业从东沿河谷向高原南部

传播和跨喜马拉雅的传播过程，高原南部河谷粟作-
麦作混合农业到麦作主导农业转换过程和决定因

素，探索牧业的发展过程和游牧的出现及其对环境

的影响；探索高寒文明的发展过程和影响因素，开展

高原河谷农业-山地/高原面游牧这一二元混合经济

对高寒文明发展的作用，认识过去高原人类活动、文

明演化与气候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。

致谢：在我 1987-1990年跟随李吉均老师攻读

博士学位期间，李老师的广博知识和始终保持在科

学前沿开展研究的学术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科学

研究和此后研究方向的选取。李老师出野外期间海

阔天空地谈论人与环境的关系，尤其是风趣地谈论

历史典故和历史时期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，这些

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研究，促使我对过去人地关系，特

别是文明演化与自然环境关系，始终保持着极高的

兴趣，研究方向也从博士论文开展的黄土记录与第

四纪冰期-间冰期旋回变化，转为毕业后 20世纪 90
年代后期开展的以湖泊记录为主的全新世西风和季

风变化，并进一步拓展到当前聚焦到过去人-环境相

互作用、环境考古和文明演化研究。本文是我在兰

州大学工作期间建立的环境考古团队和2017年以来

在青藏高原研究所建立的“古生态与人类适应”团队

在青藏高原开展工作的总结，主要是关于史前人类

探索、适应和定居青藏高原的历程及其阶段性等问

题的一些认识，借此纪念于2020年8月21日逝世的恩

师李吉均院士。本文代表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和

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古生态与人类适应团队

对史前人类探索、适应和定居高原历史过程的最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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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，许多研究生曾参与相关研究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注释：

①胡松梅 .西藏阿里札达格布赛鲁动物考古研究及思考 .
青藏高原动物考古进展——亚洲山地考古联合实验室学术工

作坊(二).2019年12月8日，成都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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